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双月刊

总第２２３期

中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学 报

JOURNALOF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

№．４．２０１７
Bimonthly

Serial№．２２３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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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

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

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

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

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

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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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无论是在占总人口的比重上,还是在

绝对数量上,都已进入下降通道,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被许多人称道的“人
口红利”———正在消失.“人口红利”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我国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的重要有利条

件[１][２][３].那么,“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是否就意味着人口变动必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呢? 毫

无疑问,如果仅仅从“人口红利”概念提出者的逻辑出发,在人口加速老化的背景下,人口变动必然会

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正如Bloom 和 Williamson在其经典论文中写道:“未来的人口变动将倾向

于抑制东亚的经济增长,而有利于南亚和东南亚经济的增长.”[４]我国一些学者也是从这个逻辑出发,
判定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在２０１５年前后逐渐消失[５][６][７].

然而,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人口变动一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人

口变动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过程,包含着人口数量、结构、质量等一系列人口要素的变动,各人口要

素变动紧密相关,且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因此,仅仅从一个人口要素出发,来判断未来人口变动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是不严谨的,容易导致对未来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误判,进而导致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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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结果的偏差.实际上,在Bloom 和 Williamson提出“人口红利”以后[４],Mason和Lee又提出

了“第二次人口红利(theseconddemographicdividend)”的概念,他们强调“人口红利”结束后,在人

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背景下,个人和家庭对财富的需求增加,会导致储蓄增加,进而在一定的制度条件

下,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８].蔡昉结合中国实际,认为若仅从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储蓄动机角度

来定义“第二次人口红利”,那么其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上,并不能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相提并论,
他提出人力资本增加也是“第二次人口红利”产生的途径[９].Lee和 Mason重点探讨了“第二次人口

红利”中人力资本的作用,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与生育率变动紧密相关,因此总产出水平不会随着劳动

年龄人口数量下降而等比例下降[１０].Mason等利用更加复杂的模型和更加丰富的数据,模拟了人口

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形成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是短暂的,而由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增长而形成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巨大

并且能够长期持续的[１１].实际上,从 Mason等人的模拟结果中,不难发现人力资本增长对“第二次

人口红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１１].钟水映等通过分析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减轻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１２].Cuaresma和

Lutz甚至认为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在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而不是人口年龄结构的

变动[１３].
学者们在提出“人口红利”概念之初,主要着眼于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

的有利影响,而对同一过程中人口质量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给予同等的重视.究其原因,一是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更为直观,理所当然被看成是“人口红利”的核心要素;二是

人们对人口转变过程和人口质量变化之间的关联尚未有深刻认识,对其研究相对滞后.“第二次人口

红利”的概念虽然强调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质量提升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其又被人为地与“第
一次人口红利”割裂开来.笔者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并无本质区别,故本文试

图采用统一的分析框架,将二者整合起来,重新定义“人口红利”,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我国人口转

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预测我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人口转变、人口质量变动与经济增长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学者们对人口数量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最后得出一

致结论,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总的来说人口增长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１４].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们将人口自然增长率分解为出生率和死亡率,
试图分别从生育率变动和死亡率变动两个方面,探讨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１５][１６][１７][１８].这些

研究表明,死亡率变动对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但是生育率变动,尤其是过去出生率的变动与未来经

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联系.“人口红利”的提出是这些研究的延续[１９].“人口红利”实则描述的是人

口转变过程中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影响.为什么Bloom 和 Williamson提出的“人口红利”仅仅只考虑

生育率下降引起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呢? 原因有二:第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充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第二,生育率下降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Bloom 等将人力资本提升作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因此

他们显然认同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质量提升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２０](P３９—４３).然而,他们并不认同

人口质量提升与生育率下降之间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１９].这就是传统“人口红利”并不强调人口转

变过程中人口质量提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根本原因.但是,随着人口质量提升与生育率下降之间的

紧密联系不断地在理论上和实证上被证明,笔者认为应该至少将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质量变动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放在与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笔者由此

思路重新定义“人口红利”.
经典“人口红利”概念反映的是,由人口转变引起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这

个概念的核心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口转变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其解释了“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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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产生的原因,即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原因;第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

增长的关系,其解释了“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第三,人口转变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规律,其解释了“人口红利”变化的规律;第四,在经济增

长过程中充分发挥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经济和政策环境,即“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笔者将从此逻

辑出发,论证为什么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也是“人口红利”的应有之义.
(一)人口转变与人口质量变动之间的关系

人口转变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模式向“低出生率、低
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模式转变的过程.根据人口出生率与人口死亡率的相对变化,人口转

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HHL)”阶段、“高出生率、低死

亡率、高自然增长率(HLH)”阶段以及“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LLL)”阶段.在 HLH
阶段向LLL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在时间上的继起性,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重随时间呈现倒“U”型的原因,即通常所谓的“人口红利”形成的原因.
生育率下降不仅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同时还伴随着人口质量的迅速提升.从理论上分析,

至少有两种观点论述了生育率变动与人口质量变动的紧密联系.第一种观点认为,家庭对孩子的数

量与质量的需求收入弹性均为正,但是,孩子质量的需求收入弹性高于孩子数量的需求收入弹性,因
此,当收入上升时,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与质量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２１].生育率下降在很大程

度上是大多数家庭普遍选择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的结果.第二种观点来源于统一增长理论(uＧ
nifiedgrowththeory).此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在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快速的技术进步是人口

转变的真正原因,技术进步使得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大幅增加,家庭因此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显

著上升,在一定的收入约束下,家庭必然加大对孩子人力资本的投资而减少孩子的数量投资,因此人

口质量随着生育率下降而上升[２２][２３].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中也不难发现,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率变动与人口质量变动之间

存在紧密联系.Reher计算了大部分国家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率开始转变的时点[２４].Barro和 Lee
计算了世界主要国家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按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划分的人口.表１显示了生育率转

变发生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国家,生育率转变前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变化情况.从表１中可得出两

个结论:其一,一个国家生育率开始下降之前,人口受教育程度是相当低的;其二,一个国家进入人口

转变的第二阶段,生育率开始下降后,人口受教育程度会显著提高.表１中１９个国家中有１５个在生

育率开始转变后,１５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升速度明显加快.另外,Lee和 Mason的

研究数据显示,生育率变动和人力资本投资的确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１０][１１].
(二)人口质量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联直观而清晰,因此“人口红利”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普

遍认同.不同年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是学者们认为人口年龄结构能够影响经济增长的逻

辑起点,同时也是认为“人口红利”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在这样一个逻辑起点下,“中间大,两头小”
的人口年龄结构,主要被认为从以下两个方面来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在劳动供给方面,其一,显著提高

了劳动者的数量与比例,其二,有利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其三,有利于增进劳动分工;二是在增加储

蓄与投资方面,从生命周期理论来看,“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利于储蓄的增加,从而增加

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受教育程度是人口质量最为重要的体现,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人

口质量提升毫无疑问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首先,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

率.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口劳动生产率就越高,这与人均资本越高,则劳动生产率越高相似.

Mankiw等正是基于此,较好地解释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２５].其次,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具

有更强的创造性和学习能力.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创新能力以及技术追赶

和技术扩散的速度[２６][２７].总之,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质量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容忽视.必

５



须要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人口质量提升也是“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

途径之一[２０].但笔者认为,与其说人口质量提升是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还不如

说人口质量提升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
　表１ 部分国家生育率开始下降前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变化情况

国家
生育率开始
下降的时间

生育率开始下降时
人口受教育程度

(年)

生育率开始下降前,人口受
教育程度提高的速度

(年)

生育率开始下降后,人口受
教育程度提高的速度

(年)
阿尔及利亚 １９７５ ２．１１ ０．１８ ０．６５
博茨瓦纳 １９７５ ２．７４ ０．１９ １．４２
南非 １９７５ ４．８３ ０．１５ ０．６４
斯威士兰 １９７５ ３．８１ ０．４２ ０
坦桑尼亚 １９７５ ２．５６ ０．２７ ０．３７
玻利维亚 １９７５ ４．６ ０．４２ ０．６８
秘鲁 １９７５ ５．３２ ０．３８ ０．６８
伊拉克 １９７５ １．９７ ０．３０ ０．７９
约旦 １９７５ ４ ０．５４ ０．９５
科威特 １９７５ ３．５ ０．４５ ０．３７
蒙古 １９７５ ５．６ ０．４９ ０．３８
缅甸 １９７５ １．６ ０．０８ ０．３７
津巴布韦 １９７０ ３ ０．３１ ０．７６
墨西哥 １９７０ ３．３９ ０．２６ ０．８０
巴拿马 １９７０ ５．２ ０．３６ ０．５９
厄瓜多尔 １９７０ ４．４２ ０．４５ ０．６９
巴林岛 １９７０ ３．０８ ０．２５ ０．８５
中国 １９７０ ３．５８ ０．４５ ０．５０
印度尼西亚 １９７０ ２．８４ ０．３６ ０．３３

　　注:人口受教育程度指１５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于生育率开始下降的时间为１９７５年左右的国家,在生育率开始下
降之前,其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速度的计算方法为:１９７０年与１９５０年１５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之差除以４.在生育率开始
下降之后,其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速度的计算方法为:２０００年与１９８０年１５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之差除以４.生育率开始
下降的时间为１９７０年左右的国家的算法,与之类似.此处“速度”是指,每五年１５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的年数.数据
来源:http://www．barrolee．com/.

(三)人口质量变动规律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规律的差异

人口质量变动规律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规律是不同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在于长期

发展趋势不同.在人口转变的背景下,人口生育率降至较低水平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随时间的推进会呈现倒“U”型.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的峰值,以及较高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持续时间.长期来看,人口质量是不断上升的.从理论上来

讲,Galor和 Weil的统一增长理论可以作为这种人口质量长期变动规律的理论支撑[２２].统一增长理

论认为,人类从人均收入停滞不前的马尔萨斯式的经济机制(Malthusianregime),跨越到人均收入持

续增加的现代经济机制(moderngrowthregime),关键在于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与技术进步之间产生

了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一方面,技术进步促使人力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进
而导致人力资本投资供给不断增加,从而推动人力资本存量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存量的提

高不断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这种良性循环开始的时点,正是人口转变启动之时.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规律与人口质量变动规律不同的第二个方面,在于两者的变动速度以及影响因素

不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速度的规律相对简单,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生育率下降

得越快,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越快,反之则越慢.但是,人口质量的变动则复杂得多,虽然人口质量提升

与生育率下降有紧密的联系,但是人口质量变动速度还取决于除生育水平以外的很多诸如社会、经
济、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是以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此处不做详细分析.正是基于此,
人口质量变动速度可受政策调控的弹性比人口年龄结构要大得多.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在人口转变背景下的变动规律,学者们主要从影响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探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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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实现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传统“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可以被总结为以下两点:其一,最大限

度地利用“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劳动力资源,一方面要促进劳动力充分就业,另一方面要提高劳动力资

源的配置效率;其二,提升劳动生产率.如果从“人口质量”变动的规律来看,充分利用人口转变对经

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最重要的途径是,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的迅速提升.

三、“人口红利”概念与测度指标的再定义

(一)“人口红利”概念的再定义

“人口红利”是描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积极作用的概念,传统的“人口红利”是指由人口转变所

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然而,人口转变的本质是生育率的转

变,生育率下降一方面导致“中间大、两头小”人口年龄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还伴随着人口质量的不

断提升,两者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影响.因此,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也是“人口红利”的应

有之义.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笔者认为“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

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从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来看,
新的“人口红利”概念的外延,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人口红利”产生的原因、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变
化规律以及实现条件.

(二)“人口红利”测度指标的再定义

为了构造新的指标,我们从包含人力资本的一般生产函数出发① ,有:

Yit＝AitKα
it(LitHit)１－α (１)

其中,Yit、Kit、Lit和Hit分别表示第i个国家在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以及

人力资本存量.在许多实证研究中,例如Bloom 和 Williamson以及 Kelley和Schmidt将１５~６４岁

人口的数量Wit作为劳动力数量的代理变量[４][２８],原因在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

动力数量,两者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本文亦采用这样的处理方法,用Wit替代式(１)中的Lit,有:

Yit＝AitKα
it(WitHit)１－α (２)

将式(２)等号两边同时除以总人口数量Nit,并取对数,可得:

lnyit＝lnAit＋αlnkit＋(１－α)ln(witHit) (３)
其中,yit、kit、wit分别表示第i个国家在第t年的人均GDP、人均资本存量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重.
由式(３)来看,可以构造出第一个测度“人口红利”的新指标:

IDDAit＝witHit

但是,式(３)不能反映人力资本存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IDDAit只能反映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
“人口红利”的变化情况.将式(３)差分,可得:

dlnyit＝dlnAit＋αdlnkit＋(１－α)dln(witHit) (４)
其中,dlnAit反映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一方面,我们认为一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取决于该国与最先

进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差距越大,技术学习与模仿的成本越低,技术进步的速度就越快,故我们用人

均产出之间的差距作为技术差距的代理变量;另一方面,一国技术进步的速度还取决于该国的人力资

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的国家,技术创新、技术采用以及技术扩散的速度越快,技术进步的速度也

就越快[２６][２７].Benhabib和Spiegel基于上述观点,在实证研究中证明了人力资本存量对全要素增长

率的积极影响[２９].Cuaresma和Lutz将上述观点引入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中[１３].
我们借鉴上述研究,假设:

dlnAit＝c＋μ(lnyi,t－１－lnym,t－１)＋ρlnHi,t－１ (５)
其中,lnyi,t－１－lnym,t－１反映了第i个国家与最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lnym,t－１是t－１期人均

产出最高国家的人均产出的对数,可视为常数.由此变形可得:

dlnAit＝δ＋μlnyi,t－１＋ρlnHi,t－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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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６)代入式(４),可得:

lnyit＝δ＋(μ＋１)lnyi,t－１＋ρlnHi,t－１＋αdlnkit＋βdln(witHit) (７)
其中β＝１－α,将式(７)变形,可得:

dlnyit＝δ＋μlnyi,t－１＋αdlnkit＋ln Hρ
i,t－１

witHit

wi,t－１Hi,t－１

æ

è
ç

ö

ø
÷

βé

ë
êê

ù

û
úú (８)

式(８)中,只要估计出参数ρ和β,便可以得到第二个测度人口红利的指标:

IDDBit＝Hρ
i,t－１

witHit

wi,t－１Hi,t－１

æ

è
ç

ö

ø
÷

β
(９)

　表２ 模型的估计结果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ln(witHit)
０．５３１４∗∗∗

(０．５６２９)
０．４７８３∗∗∗

(０．２２１６)

lnkit
０．５５８５∗∗∗

(０．２４１３)
０．４７４６∗∗∗

(０．００１０)

lnAit
０．９１０６∗∗∗

(０．０１４８)

lnyi,t－１
０．９３４５∗∗∗

(０．０２２２)

lnHi,t－１
０．２３０９∗∗

(０．１０３６)

dlnkit
０．３６２２∗∗∗

(０．０７２０)

dln(wi,tHi,t)
０．４６５５∗∗∗

(０．１４９２)

Hausman检验(p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AR(１)检验(p值) ０．０００１
AR(２)检验(p值) ０．３０３４
Sargan检验(p值) ０．０５３７
观察值 ８５８ ６８４ ５７２

　　注:被解释变量为ln(yit);括号内给出的为标准差(系统

GMM 回归给出的是稳健的标准差);Hausman检验、残差自相关
检验、Sargan检验给出的均是p值;∗∗∗ 、∗∗ 分别表示在１％、５％
的水平下显著.

为了估计IDDBit中的参数ρ和β,笔者根据

式(３)和(７)设置了３个计量模型,见表２.笔者

从佩恩表(Penn WorldTable)９０版本和２０１５
年世界人口展望(WorldPopulationProspects:

The２０１５Revision)中收集了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②１４３个国家

(或地区)③ 的不变价格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力资

本存量、不变价格的资本存量、总人口规模、１５~
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作
为估计模型的样本数据.针对模型(Ⅰ)与模型

(Ⅱ)的估计,首先进行 Hausman检验,模型(Ⅰ)
和模型(Ⅱ)检验的p值均接近０,因此选用固定

效应模型.在模型(Ⅱ)的估计中,删去了没有全

要素生产率数据的样本.对于模型(Ⅲ),解释变

量中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属于动态面板模

型,因此采用系统 GMM 方法估计该模型.表２
残差自相关检验和Sargan检验的结果表明,采用

“系统 GMM”估计方法的前提条件得到满足,可
以采用系统 GMM 方法进行估计.

在模型 (Ⅰ)和 模 型 (Ⅱ)的 估 计 结 果 中,

ln(witHit)的估计系数为正,表明IDDAit的值越大越利于经济增长.由模型(Ⅲ)的估计结果,我们可

以得到:

IDDBit＝H０．２３０９
i,t－１ witHit

wi,t－１Hi,t－１

æ

è
ç

ö

ø
÷

０．４６５５

(１０)

必须要指出的是,以上三个模型的拟合,不仅仅是估计了相关参数,而且这些估计值还表明了实

际数据能够支撑我们模型推导过程中的理论假设,这充分显示了指标IDDAit和IDDBit的合理性.

四、我国“人口红利”的重新测度

指标 w、IDDA以及IDDB的不同形式,反映了我们对人口转变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同理解.

w仅仅刻画了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IDDA和IDDB不仅仅反映了

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反映了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质量提升对经济增

长的积极影响.IDDA与IDDB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是将人力资本存量提升视为一种要素投入增加;
而后者还将人力资本存量视为技术进步速度的决定性因素.

笔者收集和估算了我国１９５０~２０５０年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及人力资本存量.其中,
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来自２０１５年世界人口展望(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２０１５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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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２０１５年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是历史数据,而２０２０~２０５０年的数据是联合国中方案估计值.

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人力资本存量数据来自佩恩表(Pennworldtable)９０版本,是历史数据,而２０１５~
２０５０年人力资本存量数据,是假设中国２０１０~２０５０年人力资本存量提升速度,与日本１９５０~１９９０
年人力资本存量提升速度相似而估计得出.这样假设的理由有三点:第一,根据佩恩表(Pennworld
table)９０,日本１９５０年的人力资本存量为２２９,中国２０１０年的人力资本存量为２３４,两者基本相

同.第二,中国２０１０~２０５０年人力资本投资肯定不比日本１９５０~１９９０年少.各级教育入学率反映

人力资本投资的多少,Lee等计算了世界各国长期以来的各层次教育的入学率[３０],我们发现日本

１９５０年初、中、高等教育入学率分别为１００％、５８３７％和３７８％,１９９０年分别增长到１００％、９３％、

２９１％.我国２０１０年初、中、高等教育入学率就达到了１００％、８３％和２３％,以后还有增长的空间.
第三,考虑到目前我国子女数量较少的情况,较日本１９５０~１９９０年的情况更严重,所以我们保守估计

我国２０１０~２０５０年和日本１９５０~１９９０年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相同.
根据以上数据,计算我国１９５０~２０５０年的w、IDDA以及IDDB,并将它们标准化④ .图１显示了

我国１９５０~２０５０年标准化后的 w、IDDA 和IDDB的变化情况.w 的变化通常是学者判断“人口红

利”是否消失的标准,图１显示２０１０年的 w值最大,即传统的“人口红利”在２０１０年以后逐渐消失.

IDDA到２０３０年时达到最大值,表明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人口质量的提升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进
而减轻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IDDB自１９５５年以来,一直保持上升的趋势,尽管２０１０
年后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而小幅下降,但是随着人口质量的提升,２０２０年后又将稳步上升,人口加速

老龄化并没有改变其长期上升的趋势.这说明人口质量的提升作为技术进步的关键影响因素,能够

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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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５０~２０５０年中国标准化后的 w、IDDA以及IDDB的变化情况

五、结论

如果“人口红利”反映的是由人口快速转变而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那么,“中间大、
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显然不是唯一由人口快速转变而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本文从“人
口红利”产生的原因、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变化规律以及实现条件四个方面,论述了人口质量提升也

是由人口快速转变而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基于此,笔者认为,“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

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因此,仅仅根据人口年龄结构指标来判断“人
口红利”消失与否是不够严谨的.笔者利用加入了人力资本变量的生产函数模型,在人口年龄结构指

标中加入了人力资本存量指标,构造了测度“人口红利”的新指标IDDA和IDDB,希望更加准确地反

映在人口转变背景下,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笔者收集了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我国人口年龄结

构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历史数据,并对我国２０１５~２０５０年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力资本存量变动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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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合理的估算,进而计算了我国１９５０~２０５０年w、IDDA和IDDB的值,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人口变动

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三个指标的变化情况,笔者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如果仅仅将人口快

速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作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那么“人口红

利”在２０１０年后逐渐消失;第二,如果将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质量提升也视为“人口红利”的核心要

素,那么“人口红利”将永远持续下去,人口质量提升将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虽然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这并不一定

就意味着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将产生负面影响,人口质量变动将越来越成为决定未来人口变动

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关键因素.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其老龄化发展态势虽然相当严峻,但其人

力资本存量非常之低.例如,陆明涛等认为中国人均人力资本世界排名为第１０８位(共１４５个国家或

地区),中国人力资本总数仅为美国的２９４６％[３１].因此,我国应将人口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人口质

量的提升上来,而不应当过度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一方面,
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之间的规律决定了,通过调整生育政策以延缓人口老龄化是很难获得成功的,日
本和韩国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主要受生育水平的影响不同,人
口质量的提升还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这就为我们主动地加速提升人口质量留下了很大的政策

选择空间.例如,鉴于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在人力资本存量的巨大差距[３２],我们可以对人力资

本存量较低的地区给予政策倾斜,这可以实现以较小的投入获取更快的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或者加

快普及１２年义务教育等等.

注释:

①此处以及下文中,人力资本的定义和计算方法与 Pennworldtable９．０相同,详见 http://www．rug．nl/research/ggdc/data/
pwt/中的指导手册.

②Pennworldtable９．０中最新数据只更新到２０１４年,本文所有２０１５年的数据均为２０１４年的数据.
③由于«世界人口展望»中无台湾地区的数据,１４３个国家(或地区)是佩恩表中除去台湾地区后且人力资本数据存在的国家(或

地区).
④采用离差标准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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